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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科学的创新是由前沿科学知识推动的创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因其在创新链中的重要地位,如何实现基于

科学的创新成为值得关注的焦点问题。 基于融通创新视角,结合知识基础观,将产学研联盟界定为融通创新的核心组织载

体,重点考察其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参与产学研联盟能够显著提升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并且主要通过提升知识搜索广度予以实现,政府研发补贴强度也能够正向调

节产学研联盟与基于科学的创新之间的促进效应。 同时,由于“小巨人”企业专业化锁定的特征,知识搜索深度的中介效应并

不显著。 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显示,上述促进效应在民营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以及商帮文化发源地企业中更为显著。
研究结论揭示了融通创新视角下产学研联盟对基于科学的创新的影响逻辑,拓展了微观层面基于科学的创新的相关研究,为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发挥创新主体地位,实现基于科学的创新,提升其产业链协同配套和补链强链能力提供了有益启示。
关键词:

  

专精特新“小巨人”;
 

基于科学的创新;
 

产学研联盟;
 

融通创新;
 

知识搜索;
 

基础研究;
 

产业应用

中图分类号:
 

F276. 3;
 

F273. 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980X(2026)09-0127-15
DOI:10. 12404 / j. issn. 1002-980X. J26022604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

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创新模式已经实现从引进吸收到自主创新的飞跃,部分关键

核心技术领域甚至走在世界前列。 然而,当前中国科技创新仍面临一个突出矛盾———基础研究产出与产业转

化能力之间存在落差。 《2024 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指出,2023 年中国发表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 11. 85 万

篇,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均排在世界第 1 位。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也表明,2023 年中国在《专
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较美国领先约 25%,是申请量最大的来源国。 然而,科研与专利产出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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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充分转化为产业化优势。 《2023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 39. 6%,仍有约六成

有效发明专利尚未实现产业化,如何跨越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死亡之谷”,已成为中国加快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亟待破解的关键命题。 基于科学的创新作为由前沿科学知识直接推动的创新

形态,是打通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全链条的关键路径[1-2] ,受到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高度关注。
基于科学的创新不同于技术驱动型和市场驱动型创新,其过程高度依赖新科学发现、基础研究突破与

产学研合作,旨在探索科学知识的商业可能性[3] 。 基于科学的创新虽然发端于大学与科研院所尚未成熟的

科学知识,但这些机构并不擅长科学成果的商业化运营,由此导致科学成果与产业需求脱节。 在此背景下,
由企业主导的基于科学的创新范式日益受到关注。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中国突破“卡脖子”技术、强化

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重要力量[4] ,是实现基于科学的创新的重要参与主体。 一方面,“小巨人”企业是最具

活力、潜力和成长性的创新群体。 该群体同时承担新产品研发、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产业链配套提升等核心

功能,长期深耕细分领域,直接面向和解决产业关键短板问题[5] ,因而对感知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之间的

“科学距离”具有天然需求。 另一方面,“小巨人”企业在开展基于科学的创新过程中又面临结构性困境。 受

限于自身的规模约束[6] ,其内部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薄弱,难以独自承担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基于科学

的创新活动[7] 。 同时,其专业化深耕属性虽然带来细分领域的技术优势,却也容易引发成长锁定困境。 这

种锁定既体现为技术优势被侵蚀的风险[8] ,也体现为细分市场空间的“天花板限制” [9] 。 “小巨人”企业关

键地位与内在约束之间的矛盾,使其亟需开展基于科学的创新,但又难以独立实现。 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

于区域和产业层面,关注区域经济发展[10] 、产业形成与演化[11] 等问题,对企业层面尤其是“小巨人”群体的

基于科学的创新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的研究探讨较为不足。
融通创新为“小巨人”企业突破上述矛盾提供了有益思路。 融通创新是以社会实际需求和价值创造为

导向,通过资源融合互补、知识协同共享、价值共创等来实现创新网络中不同主体协同创新发展的模式[12] 。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座谈会上强调,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上下游紧密合作的

创新联合体,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产学研联盟是承载融通创新的关键

组织载体。 企业可以通过共建多学科产学研联盟,实现与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的有效连接,获取并

融通多学科基础前沿知识,进而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13] 。 从知识基础观来看,创新的本质是异质性知识

的跨边界获取、整合与价值重构[14-15] ,而基于科学的创新正是依赖于科学发现,由前沿科学知识推动的创

新[16] 。 其对知识的异质性、前沿性要求更高,也因科学规律的不可预见性而面临较高风险,是知识基础观框

架下高质量知识整合的典型。 企业通过参与或组建产学研联盟,能够整合资源、分散风险,并消解创新主体

间的合作壁垒,从而为基于科学的创新提供稳定的知识支撑与组织保障。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选择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以 2011—

2023 年的公开年报和相关信息作为爬虫和实证检验的基础。 研究从融通创新视角出发,结合知识基础观,系统

考察产学研联盟如何影响“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活动。 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将基于科学的创新研究从

既有区域、产业层面拓展至微观层面,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对“小巨人”企业的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进行测算,为
认识和评估中国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提供精确依据。 第二,从融通创新视角识别了产学研联盟这一核心

因素,揭示了产学研联盟能够显著提高“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 知识搜索广度在其中发挥中介作

用,政府研发补贴能够有效调节这一过程,为其积极开展基于科学的创新活动、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

供建设性意见。 第三,进一步发现知识搜索广度在产学研联盟与基于科学的创新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而
知识搜索深度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 本文基于“小巨人”企业的专业化锁定特征对这一差异化结果给出理

论解释。 第四,考察不同情境下基于科学的创新影响因素的异质性效应,为理解融通创新视角下提升“小巨

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效果、优化合作模式,完善后续政策设计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融通创新视角下“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其创新能力关系到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821

技术经济 第 45 卷　 第 9 期



的提升。 基于科学的创新具有探索的功能,能够跨越科学研究和产业的边界,本质上属于科学研究活动的

延伸,天然就是“开放式创新” [17] 。 基于科学的创新是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卡脖子”技术、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的核心路径。 然而,基于科学的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的特征,单一企业往往难以独立承担,特别

是专精特新企业大多是中小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面临企业规模小、周转资金短缺、抗风险能力不足等挑

战[8] 。 知识基础观指出,基于科学的创新的核心前提是获取高价值的异质性基础科学知识,而专精特新“小

巨人”企业的知识边界具有天然局限性,其内部研发团队难以自主储备此类知识,必须通过跨组织合作突破

知识壁垒。 而成立多学科融通的产学研联盟组织能够通过多样的合作模式来融通不同学科间的异质性知

识和思维方式,帮助其攻克复杂的技术难题[6] 。
产学研联盟是企业与来自不同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等为了实现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等战略目标

而进行的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创新合作行为[18] 。 因此,产学研联盟作为企业融通创新的重要方

式,探讨其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第一,产学研联

盟能够为“小巨人”企业提供稳定的异质性知识获取渠道。 联盟中的高校、科研院所作为基础科学知识的核

心供给主体,能够为企业提供前沿的基础科学知识[19] ,弥补
 

“小巨人”企业基础科学知识储备不足的核心短

板,为基于科学的创新提供源头知识输入。 第二,产学研联盟降低了跨主体知识交易与整合成本。 不同于

一般商品,知识与技术在转移和转化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信息不对称[20] 。 企业若直接通过市场获取外部知识

与技术,将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风险。 而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则汇聚大量的知识和技术,产
学研联盟通过长期制度化合作,构建了企业与学研机构间的信任机制,能够提高知识和技术的流动效率、节
省交易费用[21] 。 第三,产学研联盟实现了知识资源的协同互补。 联盟将学研机构的基础科学研究能力与

“小巨人”企业的技术转化能力相结合,实现了从基础科学知识到创新成果的全链条转化,进而直接推动企

业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提升,有效解决“小巨人”企业专业化陷阱与成长锁定等问题。 综上,本文认为专精

特新“小巨人”企业参与产学研联盟能够稳定获取高水平的基础科学知识、提升学习效率和形成稳定的伙伴

关系、实现知识资源的协同互补,共同促进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的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参与产学研联盟总体上有利于提升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H1)。
(二)知识搜索的中介作用

基于科学的创新要求企业在某一特定领域拥有深厚且独特的知识资源,创新成果显著依赖科学理论的

发现和突破[22] ,与科学知识的联系更为紧密。 知识基础观强调,跨组织合作仅为“小巨人”企业获取异质性

知识提供了组织渠道,而知识的获取、整合与转化,还需通过企业主动的知识搜索行为实现。 换言之,产学

研联盟所搭建的知识协作网络,仍需依托企业自身的知识搜索行为,方能将外部异质性知识转化为内生创

新能力。 然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普遍存在创新需求高、内部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弱的矛盾,使其知

识搜索行为既不可被动等待外部输入,也不可分散过广而失去专业聚焦。 融通创新要求企业与其他创新主

体间的信息和资源高度畅通和融合,保证前端科学知识能够高效地扩散和吸收。 在融通创新视角下,企业

的知识搜索行为不再遵循随机、短期导向,而是服务于学研方共享的知识基础,实现知识的深度融合与共同

创造。 知识搜索能够跨越组织边界,帮助组织搜索和利用其他创新主体的知识资源产出[23] 。 产学研联盟形

成的网络结构能够深度融合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研究,促进创新链条上的各环节和各主体间的融

通耦合,帮助“小巨人”企业通过创新信息链获得这些知识资源[24] 。 这些知识资源因其难以被其他组织模

仿和获取,从而有助于“小巨人”企业实现创新突破。 根据知识搜索策略的开放性,知识搜索可以分为搜索

深度和搜索广度。 前者强调对单一知识主题或技术领域的挖掘程度,后者则要求突破单一领域的限制,向
相关领域、互补领域乃至跨学科领域进行全景式覆盖。

就知识搜索的深度而言,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参与产学研联盟的动因是多元的。 例如,聚集互补性

知识、共担研发成本,分摊基于科学的创新中的高度不确定性。 因此,产学研联盟能够为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提供互补性知识资源,保证企业持续对特定领域进行探索,而非泛泛探索。 嵌入联盟网络的企业能够

通过沟通、信任及知识共享来解决问题,更容易获得高质量和高专业度的知识资源,从而提升知识搜索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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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25] 。 基于知识管理理论,企业更倾向于在熟悉的领域内搜索和整合相关的知识源,对其进行整合来开展

更具针对性的创新活动。 当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围绕特定领域开展深度知识搜索时,可以减少资源分

散,强化对该领域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在此基础上,企业更易先于竞争对手掌握前沿科学知识,进而获得新

产品开发和关键技术突破的先发优势[26] 。
就知识搜索的广度而言,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准备进行基于科学的创新时,需要跨越不同的领域

来搜索所需的知识,对来自不同领域的各类知识元素进行整合和重构进而改变原有的知识基础,开展更有

效的基于科学的创新[27] 。 产学研联盟中汇聚来自不同地区高校、科研机构等多样性的合作伙伴,这些合作

伙伴嵌入不同的创新生态系统中,是不同的知识体系的集合体,能够为企业带来多样化的外部知识[28] 。 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加入产学研联盟前,会明确自身的外部知识需求;当联盟伙伴在类型、资源与技术上

更具多样性时,企业才更倾向于加入。 加入联盟后,企业可借助多元伙伴网络主动寻求异质性知识来源,从
而以更低成本拓展知识搜索的广度。 搜索广度带来的异质性知识能够缓解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知识

资源短板,帮助产学研联盟内成员高效灵活地进行资源的调用和合作。 知识来源的多样化也能够将基础前

沿研究与产业发展进行有效对接,避免学术研究与实际应用的脱节,帮助“小巨人”企业实现基于科学的

创新[5] 。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产学研联盟通过提升知识搜索间接促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H2);
产学研联盟通过提升知识搜索深度间接促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H2a);
产学研联盟通过提升知识搜索广度间接促进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H2b)。
(三)政府研发补贴的调节作用

企业依托跨组织合作实现异质性知识整合与创新产出,离不开研发资源的刚性支撑。 知识获取、吸收、
转化的全流程均存在资金成本约束。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普遍存在研发资金体量有限、风险承受能力较

弱的问题,即便通过产学研联盟打通了基础科学知识的获取渠道,也可能因资源约束无法充分消化联盟内

的异质性知识,进而影响科学知识到创新成果的转化,限制产学研联盟对基于科学的创新驱动效应的释放。
政府财政补贴作为刺激企业创新水平的重要政策工具被广泛使用。 企业的创新活动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

投入,还面临研发失败的风险,资金的约束使得管理者往往为了规避或降低风险而减少对创新研发的支持。
为此,政府部门通过补贴政策来激励企业创新,补贴对象主要聚焦于取得重大科技突破、专利产出或者实施

重点研发投入的企业。 绝大部分专精特新企业属于“小而美”的中小企业[8] ,这些企业面临资源匮乏和市场

容量固化的困境,自身的积累和储备难以响应基于科学的创新的要求。 而基于科学的创新是指由科学研究

直接推动、强烈依赖于科学发现的创新[29] 。 从国家和政府的层面,增强对科学的重视和对基础研究的投入

有助于提升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3] 。 这一类的科学研究投入对提高科研产出、提升学术影响力、促进科研

合作具有正向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受资助的研究能够比未获得资金支持的研究具有更高的创新价值[30] 。
此外,政府的研发补贴可以通过将资源分配给预期能够取得前沿突破的机构和人员,来促进优秀科学产出

从而缩短基于科学的创新从基础研究到创新产出的时间。
中国政府明确要求和鼓励企业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

术创新体系加快形成。 在政府鼓励产学研联盟及加大研发补贴的情境下,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对寻求细

分领域的长远发展,以及持续创新的诉求将被更高程度激活。 这与其参与产学研联盟的资源获取机制和联

盟惯例的逻辑本质上是一致的。 基于科学的创新本身伴随较高的不确定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通过加

入产学研联盟实现知识的耦合与互补,借助合作创新来共同推动基于科学的创新。 拥有更多资金支持的

“小巨人”企业更有可能在产学研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 依据社会网络理论,占据较多结构洞的联盟成员具

有显著的合作优势。 一方面,其更易获取联盟网络中的关键性、新颖性知识,掌控知识流向并识别成员的分

享意愿;另一方面,其也更善于捕捉联盟外部信息,获得与外部成员合作的优先权与市场先机。 这种合作优

势能够最大化联盟价值[31] ,进而保障“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的质量。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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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创新基础

研发投入

人力资源

协同网络

研发经费强度

科研人员占比

高学历人才密度

协同合作产出

创新成果

直接产出

经济成效

专利科学关联度

技术稳定性

技术先进性

保护范围
 

政府研发补贴强度正向调节产学研联盟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的促进作用(H3)。
综上,本文构建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以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研究样本,“小巨人”企业是从专精特新企业中进一步遴选出的“佼佼者”,
是专注细分市场、创新能力更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排头兵企业[32] 。 同时,“小巨人”企业有明确的细分

领域归属,从科学源头到市场应用的整个过程更易观测,能够剥离大型企业集团中多元业务及复杂组织结

构对结果的干扰,有助于核心机制的检验。 具体获取和筛选过程如下:①手动梳理了截至 2023 年 8 月前五

批 12950 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中 557 家沪深 A 股和新三板上市企业名录。 ②考虑到政策的滞后性,
“专精特新”概念最早在《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报告(2011)》中被提及,因而选择 2011 年为样本起始点。
专利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CNIPA)与 IncoPat 全球专利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

(CSMAR)数据库、万得(Wind)数据库及锐思(RESSET)数据库。
在此基础上,根据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处理:①剔除 ST( special

 

treatment)和∗ ST 企业样本;②剔除金

融保险行业企业样本;③剔除重要数据缺失的企业样本,最终得到 557 家企业共计 3397 个企业-年度观

测值。
(二)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基于科学的创新(SBI)。 基于科学的创新是将前沿科学知识取得的突破性创新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
从而实现从科学发现到产业应用的全链条贯通[2] 。 为了准确测度基于科学的创新成果需要把握两个相互

关联的核心问题:一是企业的创新成果在多大程度上转化自前沿科学知识,二是企业是否具备将科学知识

吸收并转化为创新成果的能力基础。 两者共同决定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缺一不可。 基于此,借鉴既

有研究的做法[1,4,17] ,从创新基础和创新成果两个维度来构建指标对企业层面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进行测

度。 具体指标体系见表 1。
创新基础是企业进行前沿知识探索和创造的必

要条件。 并非所有的企业都能从科学中获益,只有投

资科学吸收能力的企业才能获取科学溢价[1] 。 而这

种能力具体表现为承担长周期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
理解和转化科学知识的高素质科研团队,以及与基础

研究主导机构的稳定合作渠道等[33] 。 基于此,从三

个方面进行构建:一是在研发投入层面,使用研发经

费强度来反映企业承担基于科学的创新所需的资金

支撑能力;二是在人力资本层面,使用科研人员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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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学历人才密度共同刻画企业内部的科学家或发明人的密度,这是吸收前沿科学知识的人力载体[7] ;
三是在外部协同层面,使用协同合作产出,即企业全部专利中产学研合作专利所占比例来衡量企业与高

校、科研院所等基础研究主导机构的稳定连接强度[34] 。 上述三项基础指标共同支撑企业获取前沿基础

科学知识。 缺乏研发资金的支持,企业难以承担基于科学的创新的高投入;缺乏科研人才,企业难以吸收

基础前沿知识;缺乏稳定的联盟合作网络,企业难以接触科学源头。
创新成果反映出企业知识产出转化为经济效益的结果,本文从直接产出和经济成效两个维度来进行衡

量。 直接产出使用企业当年发明专利所引用的科学论文数量来衡量,这一测度能够有效反映专利与先前科

学进步的距离[1] 。 该数值越高,说明企业的专利越接近科学前沿,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和应

用。 经济成效方面,目前国内外都有相对成熟的判断企业专利经济价值的指标体系,使用 IncoPat 专利系统

中的合享价值度来测算企业潜在的经济成效[35] 。 具体通过技术稳定性、技术先进性和保护范围来衡量,能
够综合测度和反映专利的法律价值、技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有效识别真正具有商业价值的基于科学的创新

产出,已被多数研究采用[35-36] 。
在基于科学的创新指标合成中,采用客观赋权法对各级指标进行逐层赋权。 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利用

信息量权重和独立性权重结合得到的组合权重,信息权利用熵值法计算得到,独立性权重利用改进的相关

系数法得到,一级指标采用等权法。
2. 解释变量

“小巨人”企业参与产学研联盟的情况( IURA)。 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联盟情况,并非所有公告中都披

露具体的合作期限。 借鉴现有研究的做法[37-38] ,对于披露具体合作期限的联盟,相应地设置有效期;对于未

披露的联盟,则假定合作有效期为 5 年。 根据产学研联盟公告的整理结果,设置企业是否参与产学研联盟的

虚拟变量 IURA,取值为 1 则说明上市公司该年度参与产学研联盟或仍处于产学研联盟有效期内;取值为 0,
则说明上市公司该年度未参与产学研联盟。

3. 中介变量

知识搜索。 专利的引用关系可以反映企业的知识流动网络,参考既有研究[39-40]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知识搜索广度(KS_Breadth)用当年对新知识的引用率来衡量,知识搜索深度(KS_Depth)用对专利的平均

重复引用次数来衡量。 搜索广度反映企业对新知识的探索程度,知识搜索深度反映对已有知识的利用程度。

KS_Breadthit =
new

 

citationsit
total

 

citationsit
                           (1)

KS_Depthit =
∑
t -1

t -5
repetition

 

countit

total
 

citationsit
                        (2)

其中:
 

i 和 t 分别为企业和年份;new
 

citations 为企业当年新引用的专利数;total
 

citations 为企业当年引用的所

有专利数;repetition
 

count 为企业重复引用的专利数。
4. 调节变量

政府研发补贴(GovR&D)。 公司年报财务报表附注中“营业外收入”科目下的“政府补助明细”中公开披

露了上市公司获得研发补贴的相关情况,但这一数据不仅包括研发补贴,而且包括非研发补贴。 参考吴伟

伟和张天一[41]的研究,利用文本分析的方法进行关键词检索。 当政府研发补贴明细条目中包含与研发相关

的关键词(如开发、研发、研究、创新、新产品、技术改造、科技专项、创新奖励、知识产权等)时计为研发补贴。
5. 控制变量

参照现有研究,选取可能影响“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的主要因素,包括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
盈利能力、成长性,同时纳入年份和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变量定义见表 2。

(三)模型构建

为了考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参与产学研联盟与基于科学的创新之间的关系,构建如(3)所示的基

准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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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变量定义

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基于科学的创新 SBI 参考陈钰芬和邓怡[10] 及 Jensen 等[17] 的研究

解释变量 产学研联盟 IURA 企业参与产学研联盟取值为 1,否则为 0

中介变量
知识搜索广度 KS_Breadth 见式(1)
知识搜索深度 KS_Depth 见式(2)

调节变量 政府研发补贴 GovR&D 参考吴伟伟和张天一[41] 的研究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ln(期末总资产)
资产负债率 LEV 以负债与总资产之比率来表示

盈利能力 ROE 净利润与所有者权益的比值

成长性 GROWTH 年末总资产增长额与年初总资产的比值

年度效应 Year 年份固定效应变量

企业效应 Firm 企业固定效应变量

SBIi,t = β0 + β1IURAi,t + Controlsi,t + Firmi + Yeart + εi,t
                 (3)

其中:i 为公司个体;t 为年度;SBIi,t 为企业 i 在第 t 年的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IURAi,t 为企业在 t 年是否参与

产学研联盟的虚拟变量;Controls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εit 为随机干扰项;β 为待估系数。
为了控制与企业特征和时间效应相关的不可观测因素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引入企业固定效应 Firmi 和

年度固定效应 Yeart。 为了避免异常极端值的影响,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 1%水平的缩尾。 为消除随机

扰动项不服从正态分布对结论的影响,对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了 Cluster 调整。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在表 3 显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的均值为 0. 3937,标
准差为 0. 2093,反映多数企业的基于科学的创新集中于中等水平。 更进一步,相关性分析显示被解释变量

与核心变量间存在相关关系,每个变量的平均方差膨胀因子介于 1. 1 ~ 3. 0,模型整体的平均方差膨胀因子小

于 2,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二)主效应检验

表 4 展示了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参与产学研联盟对基于科学的创新影响的实证结果。 考察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参与产学研联盟对基于科学的创新的影响见表 4 的 Model1。 在不控制个体与时间固定效

应的情况下,参与产学研联盟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有显著正影响;当控制个体与时间

固定效应后(Model2),系数下降至 0. 0496 并保持 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企业的特征或时间趋势会影响主

效应。 在加入预先设定的控制变量后,从表 4 的 Model3 和 Model4 列可以看出,参与产学研联盟对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模型解释力得到提高。 上述结果

充分表明,参与产学研联盟时,“小巨人”企业能够稳定获取学研机构的前沿科学知识,弥补自身基础研究储

备不足的短板,降低跨主体的知识交易成本,进而显著提升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 假设 H1 得到验证。

表 3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SBI 3397 0. 3937 0. 2093 0 0. 3868 1. 0000
IURA 3397 0. 0447 0. 2066 0 0 1. 0000

KS_Depth 3397 0. 1060 0. 4239 0 0 15. 3333
KS_Breadth 3397 0. 8283 0. 3280 0 0. 9726 1. 0000
GovR&D 3397 4. 0971 8. 5228 0 1. 1800 130. 6480
SIZE 3397 21. 2830 0. 7165 18. 9209 21. 2246 24. 5777
LEV 3397 0. 2937 0. 1638 0. 0156 0. 2679 0. 8407
ROE 3397 0. 0687 0. 1111 -2. 4888 0. 0750 0. 6469

GROWTH 3397 0. 3120 0. 6018 -0. 6417 0. 1333 9. 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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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基准回归

变量
Model1 Model2 Model3 Model4
SBI SBI SBI SBI

IURA 0. 0837∗∗∗

(0. 0129)
0. 0496∗∗∗

(0. 0115)
0. 0693∗∗∗

(0. 0104)
0. 0485∗∗∗

(0. 0114)

GROWTH -0. 2397∗∗

(0. 1031)
-0. 2250∗∗∗

(0. 0573)

LEV 0. 0668∗∗

(0. 0286)
-0. 0300

(0. 0297)

ROE -0. 2753∗∗∗

(0. 0724)
-0. 2002∗∗∗

(0. 0678)

SIZE 0. 3486∗∗∗

(0. 0969)
0. 3204∗∗∗

(0. 0605)

constant 0. 3910∗∗∗

(0. 0195)
0. 3925∗∗∗

(0. 0005)
0. 5657∗∗∗

(0. 0556)
0. 5475∗∗∗

(0. 0498)

N 3397 3397 3397 3397
R2 0. 1243 0. 1125 0. 1348 0. 1567

个体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时间固定效应 No Yes No Yes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为标准误。

(三)中介效应检验

产学研联盟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显著提升

作用已经得到初步支持。 那么,在融通创新视角下,产
学研联盟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基于科学的创新。 结合理

论分析,本文分别从知识搜索的深度和知识搜索的广

度两条路径来进行考察。 表 5 中的 Model5 已初步显示

IURA 对 SBI 的总体影响,Model6 和 Model7 中 KS_Depth
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假设 H2a 没有得到验证。 可能的

原因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认定标准本身要求长

期专注细分领域,企业在专业领域已经形成深度积累,
再通过产学研联盟提升搜索深度的边际贡献十分有

限。 从表 5 的 Model8 和 Model9 可以看出,IURA 对中

介变量 KS_Breadth 的正向影响在 1%的水平下显著,在
加入中介变量 KS_Breadth 后,IURA 对被解释变量基于

科学的创新的影响仍然显著,假设 H2b 得到验证。 这

表明“小巨人”企业真正的短板在于“专业化锁定”导致

的跨学科知识储备不足,产学研联盟通过引入多学科、
多地区的合作伙伴显著拓展了企业的知识搜索广度,
进而打破成长锁定、推动基于科学的创新。

表 5　 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Model5 Model6 Model7 Model8 Model9
SBI KS_Depth SBI KS_Breadth SBI

IURA 0. 0485∗∗∗

(0. 0114)
0. 0090

(0. 0064)
0. 0497∗∗∗

(0. 0115)
0. 5375∗∗∗

(0. 0303)
0. 0305∗∗

(0. 0155)

KS_Depth
-0. 1266

(0. 0858)

KS_Breadth 0. 0502∗∗∗

(0. 0133)

GROWTH -0. 2250∗∗∗

(0. 0573)
0. 0078∗∗

(0. 0035)
-0. 2240∗∗∗

(0. 0574)
0. 4377∗

(0. 2258)
-0. 2716∗∗

(0. 1176)

LEV
-0. 0300

(0. 0297)
-0. 0021

(0. 0023)
-0. 0303

(0. 0298)
-0. 0796

(0. 0874)
0. 0434

(0. 0535)

ROE -0. 2002∗∗∗

(0. 0678)
-0. 0046

(0. 0044)
-0. 2008∗∗∗

(0. 0678)
0. 4006

(0. 2611)
-0. 3691∗

(0. 2005)

SIZE 0. 3204∗∗∗

(0. 0605)
0. 0107∗∗∗

(0. 0035)
0. 3217∗∗∗

(0. 0609)
-0. 0467

(0. 3844)
0. 3339∗∗∗

(0. 0531)

constant 0. 5475∗∗∗

(0. 0498)
0. 0091∗∗

(0. 0036)
0. 5486∗∗∗

(0. 0500)
0. 1877

(0. 1823)
0. 5944∗∗∗

(0. 1283)
N 3397 3397 3397 3397 3397
R2 0. 1567 0. 1023 0. 1389 0. 1876 0. 1654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和 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四)调节效应检验

从表 6 的 Model11 可以看出,政府研发补贴对基于科学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Model12 的结果表

明,产学研联盟与政府研发补贴的交互系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政府研发补贴能够增强参与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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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Model10 Model11 Model12
SBI SBI SBI

IURA 0. 0485∗∗∗

(0. 0114)
0. 0500∗∗∗

(0. 0110)
0. 0348∗∗∗

(0. 0113)

GovR&D 0. 1594∗∗∗

(0. 0110)
0. 1419∗∗∗

(0. 0191)

IURA×GovR&D 0. 3672∗∗

(0. 1818)

GROWTH -0. 2250∗∗∗

(0. 0573)
-0. 2242∗∗∗

(0. 0594)
-0. 2223∗∗∗

(0. 0592)

LEV
-0. 0300

(0. 0297)
-0. 0307

(0. 0293)
-0. 0339

(0. 0287)

ROE -0. 2002∗∗∗

(0. 0678)
-0. 2028∗∗∗

(0. 0684)
-0. 2028∗∗∗

(0. 0700)

SIZE 0. 3204∗∗∗

(0. 0605)
0. 2403∗∗∗

(0. 0697)
0. 2505∗∗∗

(0. 0704)

constant 0. 5475∗∗∗

(0. 0498)
0. 5462∗∗∗

(0. 0505)
0. 5474∗∗∗

(0. 0511)
N 3397 3397 3397
R2 0. 1567 0. 1417 0. 1589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为标准误。

研联盟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的促

进作用,假设 H3 得到验证。 一方面,政府研发补贴向

“小巨人”企业注入研发资源,正好补足基于科学的创

新高投入、长周期特征所要求的资金缺口,使企业能够

将产学研联盟带来的异质性知识充分消化并转化为创

新产出;另一方面,依据社会网络理论,拥有更多研发

资源的“小巨人”企业更易在产学研联盟中占据结构洞

位置,掌握关键性、新颖性知识的流向,并获得与其他

成员合作的优先决策权,从而使联盟价值最大化。 可

见,政府研发补贴并非简单的资金支持,而是通过强化

“小巨人” 企业在联盟中的网络位置发挥协同放大

效应。
(五)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

1. 内生性处理

基于科学的创新单纯依靠企业内部知识资源难以

实现,势必需要从外部获取基础前沿知识,可能倒逼企

业积极寻找产学研联盟合作的机会,获取外部的科学

知识来源。 另外,基于科学的创新会拓展“小巨人”企

业的社会网络,推动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等进行深度

合作,促进产学研联盟的建立。 因此,为了缓解潜在的

反向因果关系和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选择距海岸线距离、自然灾害及 1978 年各省份人

均水稻播种面积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这些工具变量的选择能够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要求。
具体来看:第一,距海岸线距离。 从古至今,沿海地区得益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明显优于

内陆地区,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贯彻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并带动内陆地区发展的思路,沿海省份聚集更多

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资源,甚至高校教师也从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大大提升产学

研协同创新的氛围。 企业所在地区与海岸线距离越近,企业对接这些机构的便利性就越高,组建产学研联

盟的概率也随之提升。 本文使用“小巨人”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距离海岸线距离的倒数作为工具变量。 第二,
自然灾害。 现有研究表明,自然灾害发生后,人们会在救援和互助中增强彼此间的信任程度,提升整体的凝聚

力。 当社会信任程度提高后,当地的市场主体间合作意识也会增强,变相提高参与产学研联盟的意愿。 因此,
将“小巨人”企业注册地自然灾害的发生程度作为工具变量加入研究。 第三,1978 年各省份人均水稻播种面

积[42] 。 1978 年中国尚未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水稻种植区往往具有更密集的生产网络和协作传统,这种

历史沉淀的协作传统会潜在影响区域内经济主体的合作行为模式,更容易形成稳定的产学研联盟。 上述变量

均属于自然地理变量或历史变量,与基于科学的创新并无明显的关系,均满足工具变量的要求。 需要说明的

是,距海岸线距离与 1978 年各省份人均水稻播种面积均为不随时间变化的横截面数据。 参考黄勃等[43] 的处理

方法,将同行业内其他企业上年度参与联盟的比例与上述变量作为交乘项来进行检验。
表 7 展示了内生性检验结果。 为缓解工具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各工具变量采

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提取的主成分命名为 IV-pca 并作为新的工具变量。 其中,Model13、Model15、Model17
 

依次对应上述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数据显示各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 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

正,证实了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此外,各工具变量的 LM 统计量与 Wald
 

F 统计量均

显著拒绝原假设,满足不可识别检验与弱工具变量检验的要求,进一步佐证了所选工具变量的适用性。 表 7
的 Model14、Model16、Model18

 

则分别为上述工具变量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 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

数依旧保持显著正向。 上述结果说明,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的前提下,“小巨人”企业参与产学研联盟能够推

动基于科学的创新这一结论仍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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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内生性检验

变量

Model13 Model14 Model15 Model16 Model17 Model18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IURA SBI IURA SBI IURA SBI

IV1 -pca
0. 0669∗∗∗

 

(0. 0197)

IV2 -pca
5. 4152∗∗∗

(1. 9079)

IV3 -pca
0. 0902∗∗∗

 

(0. 0239)

OLS 3. 5896∗∗∗

(1. 2225)

2SLS-All 0. 0140∗∗∗
 

(0. 0037)

LIML 4. 4344∗∗∗

(1. 4616)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LM 32. 2208 32. 4280 32. 4053
Wald

 

F 6. 4442 6. 4856 6. 4811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OLS 为普通最小二乘估计结果,2SLS-All 为同时纳入全部工具
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结果,LIML 为有限信息最大似然估计结果。

2.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采用四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1)解释变量滞后处理。 将解释变量滞后 1 年、3 年和 5 年,回归结果见表 8 中的 Model19 ~ Model21。

当期产学研联盟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企业既有联盟参与历史后,基准结论仍然稳健。
(2)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 一是以“小巨人”企业当年度直接引用科学文章的专利数量来衡量其

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44](表 8 的 Model22),结果基本保持不变。 二是通过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构建基于科学

的创新的测度指标(表 8 的 Model23),结果与假设一致,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3)增加和替换控制变量。 加入前 10 大股东的持股比例( cr)来衡量股权集中度,使用企业员工总数

(employees)来表示企业规模(表 8 的 Model24),结果仍与假设保持一致。
(4)剔除了 2020—2023 年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期间的数据。 考虑到特殊时期对企业经营的冲击,剔除该

时段后重新回归(表 8 的 Model25),结果仍然与假设一致。

表 8　 稳健性检验

变量
Model19 Model20 Model21 Model22 Model23 Model24 Model25

SBI SBI SBI SBI SBI SBI SBI

IURA 0. 0374∗∗

(0. 0158)
0. 0513∗∗∗

(0. 0167)
0. 0757∗∗∗

(0. 0149)
0. 5362∗∗

(0. 2218)
0. 1071∗∗∗

(0. 0305)
0. 0451∗∗∗

(0. 0109)
0. 0360∗∗

(0. 0155)

L1. IURA 0. 0083
(0. 0184)

L3. IURA 0. 0058
(0. 0208)

L5. IURA 0. 0266
(0. 0326)

GROWTH -0. 2270∗∗

(0. 0894)
0. 0272

(0. 1354)
-0. 0545

(0. 2191)
0. 0375

(0. 1615)
-0. 2095∗∗∗

(0. 0570)
-0. 0170

(0. 0805)

LEV
-0. 0439

(0. 0286)
-0. 0532

(0. 0401)
-0. 0622

(0. 0641)
0. 4125

(0. 6945)
-0. 0313

(0. 0454)
-0. 0538∗

(0. 0305)
0. 1000∗∗∗

(0. 0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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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Model19 Model20 Model21 Model22 Model23 Model24 Model25

SBI SBI SBI SBI SBI SBI SBI

ROE -0. 1679∗∗

(0. 0749)
-0. 1619∗∗

(0. 0747)
-0. 1239∗

(0. 0676)
-1. 1881∗∗∗

 

(0. 4336)
-0. 0411

(0. 0365)
-0. 2187∗∗∗

(0. 0680)
-0. 2607

(0. 1674)

SIZE 0. 3567∗∗∗

(0. 0566)
0. 5164∗∗∗

(0. 1320)
0. 7457∗∗∗

(0. 1035)
0. 0000

(0. 0000)
-5. 41×10-13

(3. 49×10-12 )
-0. 1551

(0. 2023)

ln_employees 0. 4391∗∗∗

(0. 0616)

cr 0. 0786∗∗∗

(0. 0241)

constant 0. 5403∗∗∗

(0. 0508)
0. 5247∗∗∗

(0. 0559)
0. 5046∗∗∗

(0. 0598)
2. 0640∗∗∗

(0. 1257)
0. 0342

(0. 0587)
0. 5203∗∗∗

(0. 0497)
0. 4832∗∗∗

(0. 1186)
R2 0. 1210 0. 1305 0. 1468 0. 1008 0. 1890 0. 1426 0. 1275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六)异质性分析

1. 企业性质

企业性质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产学研联盟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
因此,从产权视角以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作为划分标准进一步检验产学研联盟对不同性质企业基于

科学的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见表 9 的 Model26~ Model28。 可以看出,产学研联盟对民营的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在 1%的水平下显著,国有和外资企业并不显著。 出现以上差异可能的原因是,与国

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面临更强的生存竞争压力和解决成长锁定问题的需求,加入产学研联盟后能快速对接高

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成果,高效将科学知识转化为创新产出。 而国有“小巨人”企业大都围绕关键核心技

术领域进行布局,大多带有政策导向,自身已依托政策资源绑定稳定的产学研合作渠道,参与联盟的边际效应

有限。 此外,外资“小巨人”企业的总部多设于境外,其经营决策与技术研发受制于母公司的整体管控;加之国

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境外母公司对关键核心技术与前沿基础知识的管控趋紧,使得在华外资企业

难以与本土学研机构开展深度融通创新,因而产学研联盟对其基于科学的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

表 9　 异质性检验

变量

Model26 Model27 Model28 Model29 Model30 Model31 Model32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非战略性
新兴产业

战略性
新兴产业

非商帮文化
发源地区

商帮文化
发源地区

IURA
-0. 0224

(0. 0762)
0. 0733∗∗∗

(0. 0141)
-0. 0385

(0. 0401)
0. 0275∗

(0. 0142)
0. 1011∗∗∗

(0. 0249)
0. 0211

(0. 0242)
0. 0650∗∗∗

(0. 0135)

GROWTH -0. 5843∗

(0. 2997)
-0. 2575∗∗∗

(0. 0590)
-0. 4576∗∗∗

(0. 1414)
-0. 2209∗∗∗

(0. 0654)
-0. 0181

(0. 1467)
-0. 2724∗∗∗

(0. 0741)
-0. 1781∗∗

(0. 0708)

LEV 0. 1828∗

(0. 1048)
-0. 0497

(0. 0366)
0. 1100

(0. 0953)
-0. 0398

(0. 0296)
0. 0121

(0. 0233)
-0. 0333

(0. 0357)
-0. 0373

(0. 0431)

ROE
-0. 1093

(0. 2648)
-0. 2078∗∗∗

(0. 0642)
-0. 3923∗∗

(0. 1940)
-0. 3211∗∗∗

(0. 0643)
-0. 0279

(0. 1597)
-0. 2760∗∗

(0. 1198)
-0. 1526∗

(0. 0854)

SIZE 0. 9351∗∗∗

(0. 3119)
0. 3894∗∗∗

(0. 1172)
0. 1603

(0. 3128)
0. 2146∗∗∗

(0. 0710)
1. 2110∗∗∗

(0. 2922)
0. 3752∗∗∗

(0. 0883)
0. 2723∗

(0. 1562)

constant 0. 4229∗∗

(0. 1779)
0. 5580∗∗∗

(0. 0487)
0. 6635∗∗∗

(0. 1182)
0. 6486∗∗∗

(0. 0454)
0. 3121∗∗∗

(0. 1016)
0. 5940∗∗∗

(0. 0930)
0. 5197∗∗∗

(0. 0588)
N 304 2758 179 2822 575 1263 2134
R2 0. 1485 0. 1243 0. 1537 0. 1203 0. 1431 0. 1297 0. 1153

个体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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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属性

不同行业的“小巨人”企业在技术优势和资源禀赋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以是否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

为划分标准检验行业异质性,结果见表 9 的 Model29 和 Model30。 可以看出,产学研联盟对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在 1%的水平下显著,对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仅在 10%的水平下显著。 可能的原

因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成熟度不同。 战略性新兴产业多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等前沿领域,技术成熟度低,对前沿基础科学知识的依赖程度较高,本质上需要实现“从 0 到 1”的突破,而
产学研联盟正好为这类企业提供了对接学研机构基础研究的关键通道,大幅缩短与科学的距离,获得更多

的基础前沿知识,提升其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 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更多是在成熟技术轨道上的“从 1
到 N”的优化,其对前沿科学知识的依赖程度较低,产学研联盟的边际作用相对有限。

3. 外部环境层面

联盟与传统文化中的“商帮文化”类似,商帮文化反映古代商人互帮互助、结伴经商的合作理念。 受商

帮文化的潜在影响,位于商帮文化发源地的企业,其参与产学研联盟的倾向相对更高,而这一行为可能进一

步推动其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的提升。 基于此,本文将“十大商帮”的发源地划定为商业合作文化区域,并
依据企业所属省份是否归属于上述任一商帮发源地[41] ,来检验不同商业文化情境下,产学研联盟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的具体影响,结果见表 9 的 Model31 和 Model32。 可以看出,产学研联

盟对商帮文化发源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基于科学的创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但是产学研联盟对非

商帮文化发源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不显著。 这说明,商帮文化所塑造的合作习

惯与信任规范使企业更容易将正式联盟关系内化为长期合作的伙伴关系,更愿意进行知识共享与风险承

担;而在非商帮文化区域,正式合作机制可能缺乏非正式合作文化的帮助,难以转化为深度合作。 由此可

见,地区的商业合作文化显著提升产学研联盟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的效果。

五、主要研究结论与建议

基于科学的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长周期、潜在超额回报的特征,“小巨人”企业仅依靠自身资源与

知识难以独立实现基于科学的创新。 本文以 2011—2023 年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企业为样本,通过爬

虫技术等方式利用非平衡面板数据,从融通创新视角考察了产学研联盟对“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的

影响及作用机制。 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融通创新视角下,产学研联盟是驱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的关键因素。 产

学研联盟通过整合学研机构的基础创新资源,弥补“小巨人”企业基础知识资源不足的缺憾,帮助企业突破

专业化锁定,实现前沿科学知识的有效转化,提升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 本文基于知识基础观,从融通创新

视角来探究产学研联盟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的影响机制,在微观层面构建基于科学的

创新的指标体系,有助于后续拓展和完善基于科学的创新在企业层面的研究。 同时,为“小巨人”企业解决

成长锁定问题、实现前沿科学知识的有效转化提供指导。
第二,知识搜索广度在参与产学研联盟与基于科学的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而知识搜索深度的中介

作用并不显著。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因自身的专业化特征,本身就在某一知识领域拥有长期积累,在加

入产学研联盟之后,通过和其他创新主体进行交叉融合能够获取更为广泛的异质性知识和与之相对应的互

补性知识,缩短其与基础研究领域的知识距离,使其能够在细分领域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 弥补自身的资

源限制和不足,实现资源的丰富和完善,与联盟伙伴共创共赢来实现基于科学的创新。 另外,由于专精特新

“小巨人”企业天然的专业化属性,所以通过知识搜索深度的提升对促进其基于科学的创新的水平影响不

大,其更需要多元互补的异质性知识。
第三,参与产学研联盟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的影响程度,受到政府研发补贴的影

响。 基于科学的创新本身就要求长期的投入和研发,政府加大研发补贴不仅有助于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持续发力,不断调配资源集中于基于科学的创新;而且拥有更多研发资金的“小巨人”企业往往会占据联盟

网络中的主导地位,更容易获得与之相关的互补性知识。 这些都会放大企业参与产学研联盟获取异质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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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作用,进而提升基于科学的创新水平。
此外,产学研联盟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在产权属性方面,

民营“小巨人”企业的促进效应最为显著,国有“小巨人”企业因先天资源禀赋已有稳定的合作渠道,外资“小

巨人”企业则因为母公司的管控收紧,产学研联盟的边际效应均不显著。 在行业属性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促进效应是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近 4 倍,反映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小巨人”企业对前沿科学知识的依赖程

度更高。 最后,与非商帮文化发源地的企业相比,地处商帮文化发源地的“小巨人”企业参与产学研联盟对

基于科学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启示: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应该主动将产学研联盟作为破解专业化锁定、缩短科学距离的核心抓手,充分

发挥创新主体地位,摆脱现有的创新困境。 第一,主动组建跨学科多元产学研联盟,聚焦基础研究成果转

化。 “小巨人”企业应摒弃“单一领域深耕”的惯性思维,主动对接基础研究优势高校和新型研发机构,确保

联盟伙伴在学科分布、知识体系上具备多样性,能够围绕细分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科学原理突破开展联合

研发。 第二,将知识搜索广度指标纳入研发部门的绩效考核,引导企业相关负责人主动拓展异质性知识来

源,谋求基于科学的创新。 第三,通过共建联合研发中心、共享实验设备与科研人才,整合基础研究资源,弥
补自身基础研究能力薄弱的短板,将市场需求与产业痛点融入科学研究方向,推动基础研究、技术研发到产

业应用的全链条贯通,提升基于科学的创新的产业化效率与市场价值。
政府支持产学研联盟驱动“小巨人”企业需要采取差异化、精准化的政策,优化政策扶持体系,引导产学

研协同,强化基础研究支撑,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第一,强化研发补贴的协同放大功能。 鉴于

政府研发补贴对产学研联盟促进效应的放大作用,建议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创新联合体建设中,提高对参

与产学研联盟的“小巨人”企业的补贴权重,并将补贴与实际产出,如联合发明专利数、合作论文数等挂钩,
避免低效投入。 第二,按企业产权和行业属性分类施策。 对民营“小巨人”企业,加大科技专项倾斜,明确其

在重点研发计划中的参与比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小巨人”企业,优先支持其与学研机构联合开展的基

础研究项目,鼓励联合攻关,引导企业主动开展融通创新,缩短“从 0 到 1”的周期;对国有“小巨人”企业,鼓
励其打开传统政策通道之外的开放合作渠道,避免合作渠道单一化。 第三,将基于科学的创新指标纳入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复核标准。 建议在年度复核与新一轮认定中,引入专利科学关联度、科研合作产出

比等可量化指标,引导企业从重视专利数量转向重视科学关联与基础研究承接。 第四,依托商帮文化发源

地建设区域产学研协同枢纽。 在商业合作文化浓厚地区,整合本地高校、科研机构与“小巨人”企业资源,建
设区域性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促进基础前沿知识的高效流通。

大学和科研机构等应主动调整知识供给模式,提升基础研究成果对“小巨人”企业的可吸收性,提升协

同创新效率。 第一,主动摒弃“重理论、轻应用”的传统思维,主动对接“小巨人”企业的产业痛点与创新需

求,将科学研究与产业应用紧密结合,避免基础研究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 可以依托学校技术转移办公室

设立面向“小巨人”企业的学术联络员,每位联络员对接一个产业方向,跨学科整合校内基础研究资源,为企

业提供多维度的科学知识对接服务,帮助“小巨人”企业打破专业化锁定的技术壁垒。 第二,推行“原理讲

解—中试转化—产业化指导”的三阶段知识转移服务。 针对基础研究成果默会性强、转化难度大等特点,设
计标准化服务包。 原理讲解阶段帮助“小巨人”企业理解与吸收前沿科学知识,中试转化阶段提供实验室到

产业线的工艺打通,产业化指导阶段协助解决规模化生产中的技术问题。 第三,调整科研评价的导向,鼓励

学者深度参与产学研联盟。 在职称评聘、绩效考核中提高横向课题、联合发明专利、产业应用成果的权重,
使科学家有更强的动力参与基础研究的产业化。

从研究展望来看,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完善:第一,聚焦产学研联盟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基于科学的创新的影响,不过企业间融通创新并非参与产学研联盟这一种方式,未来可以根据融通创

新的不同类型,进一步探究其对基于科学的创新的影响机理,不断丰富完善现有企业层面基于科学的创新

研究。 第二,本文的样本仅覆盖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企业,未来可以拓展至与之相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产业企业等,拓宽样本范围,为构建更完善的国家创新体系提供更全面的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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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cience-based
 

innovation
 

is
 

defined
 

as
 

innovation
 

driven
 

by
 

frontier
 

scientific
 

knowledge.
 

SRDI
 

“ Little
 

Giant”
 

enterprises
 

are
 

regarded
 

as
 

key
 

actors
 

in
 

the
 

innovation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innovation
 

and
 

the
 

knowledge-based
 

view,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IUR)
 

alliances
 

were
 

identified
 

as
 

the
 

core
 

organizational
 

vehicle
 

of
 

co-innovation.
 

The
 

effect
 

of
 

IUR
 

alliance
 

participation
 

on
 

science-
based

 

innovation
 

in
 

SRDI
 

“ Little
 

Giant”
 

enterprises
 

was
 

examine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was
 

also
 

tested. It
 

is
 

shown
 

that
 

IUR
 

alliance
 

particip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science-based
 

innovation.
 

The
 

effect
 

is
 

mainly
 

achieved
 

through
 

the
 

expanded
 

breadth
 

of
 

knowledge
 

searc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UR
 

alliance
 

participation
 

and
 

science-based
 

innovation
 

is
 

positively
 

moderated
 

by
 

government
 

R&D
 

subsidy
 

intensity.
 

However,
 

no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is
 

found
 

for
 

the
 

depth
 

of
 

knowledge
 

search.
 

This
 

result
 

is
 

associated
 

with
 

the
 

specialized
 

lock-in
 

of
 

SRDI
 

“Little
 

Giant”
 

enterprises.
 

A
 

stronger
 

alliance
 

effect
 

is
 

observed
 

in
 

private
 

enterprises.
 

A
 

stronger
 

effect
 

is
 

also
 

observed
 

in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firms.
 

The
 

effect
 

is
 

further
 

strengthened
 

in
 

firms
 

located
 

in
 

birthplaces
 

of
 

traditional
 

business-clan
 

cultu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IUR
 

alliances
 

on
 

science-based
 

innovation
 

is
 

clarified
 

under
 

the
 

co-innovation
 

framework.
 

Micro-level
 

research
 

on
 

science-based
 

innovation
 

is
 

extended.
 

Useful
 

implications
 

are
 

provided
 

for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SRDI
 

“Little
 

Giant”
 

enterprises
 

as
 

principal
 

innovators.
 

Guidance
 

is
 

also
 

provided
 

for
 

promoting
 

science-based
 

innovation,
 

improving
 

industrial-chain
 

coordination
 

and
 

supporting
 

capabilities,
 

and
 

filling
 

gaps
 

in
 

and
 

strengthening
 

industrial
 

chains.
Keywords:

         

SRDI
 

“ Little
 

Giant”
 

enterprises;
 

science-based
 

innovation;
 

IUR
 

alliance;
 

co-innovation; knowledge
 

search;
 

basic
 

research;
 

industri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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